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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MICC)是当今全球面临的一个问题。下水管道中的 H2S 和一些硫化合物被硫氧化细菌首先氧化

成生物硫酸，随后生物硫酸与混凝土中富钙相发生一系列反应生成石膏和膨胀性的钙矾石，而且还会造成水化硅酸钙分解，形

成不溶且无胶结作用的胶体，进而导致混凝土的劣化。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这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主要从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机

理、影响因素、试验方法、评价指标、防护措施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国内外 MICC 的研究现状，以期希望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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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bial corrosion of concrete (MICC) is still a problem in concrete engineering. The H2S and some sulfur compounds in 
the sewer pipe are oxidized by sulfur oxidizing bacteria to produce biological sulfuric acid, which reacts with the calcium-rich phase 
in concrete to form gypsum and expansive ettringite and decomposes hydrated calcium silicate formation of insoluble and 
non-cemented colloids, thus leading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concrete. This review mainly represented recent research work on MICC 
aspects, including microbial corrosion mechanism, influencing factors, test methods, evaluation indexes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of 
concrete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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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微生物腐蚀涉及范围很广，建筑业也

被囊括其中，尤其在污水处理设施、海洋建筑等微

生物富集区问题较为严重[1‒4]。微生物的生长会导致

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MICC)，这是一个渐进的多阶

段劣化过程，主要是由微生物代谢作用转化硫化合

物(硫酸盐、亚硫酸盐、硫代硫酸盐等)为生物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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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导致的。生物硫酸会在混凝土气液交界面处的生

物膜内聚集，此时含硫化合物为电子供体，硫氧化

菌为电子携带中间体，含硫化合物通过硫氧化菌把

失去的电子转给电子受体硫酸根离子，因而硫氧化

菌显负电，混凝土中的钙离子显正电。硫氧化菌与

混凝土由于电性相反而相互吸引，聚集到混凝土气

液交界面处并通过代谢作用形成具有大量孔隙的

生物膜，其转化的硫酸根离子通过生物膜孔隙以电

性的方式对钙离子定向吸引从而造成靶向破坏，

因此相比化学硫酸，生物硫酸对混凝土的腐蚀更

加严重[5‒7]。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会造成混凝土表

面损伤、疏松、砂浆脱落、骨料外露、开裂和钢筋

锈蚀，从而大大减少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已经有

充分的文献证明混凝土微生物腐蚀是一个世界性的

问题[8‒20]，它在温暖和寒冷的气候中都很普遍。微生

物腐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 300~500 亿美

元[21]。荷兰 70%以上的地下材料受细菌腐蚀[22]。德

国有 10%到 20%的建筑材料被微生物腐蚀破坏。美

国1 900 km混凝土污水管中有10.9%被微生物腐蚀，

其维护费用高达 4 亿美元[4]。由此可见，混凝土的

微生物腐蚀问题变得愈发的严重。而国内对混凝土

微生物腐蚀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人员相对较少。

目前国内韩静云、张小伟、孔丽娟、闻宝联、乐建

新[23‒32]等初步探究了活性污泥对混凝土腐蚀的机

理、影响因素以及一些抗腐蚀的方法等，但从微生

物角度研究其对混凝土的腐蚀尚未深入研究，目前

只有本课题组进行了初步探讨。因此，为进一步提

高国内科研人员对混凝土的生物腐蚀认识，本文主

要从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机理、影响因素、试验方

法、评价指标、防护措施等方面来阐述国内外混凝

土的微生物腐蚀研究进展。 

1  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机理 
关于混凝土微生物腐蚀过程的首次提出主要归

功于美国人 Parker[2]，随后广大研究人员开始有针

对性的开展相关研究。混凝土暴露于下水管道环境

中的劣化机制—微生物诱导腐蚀可以很大程度上降

低混凝土结构的寿命[33‒34]。有关研究表明混凝土结

构寿命将从预期的 100 a 降低到 30～50 a，而且在极

端情况下甚至会降低到 10 a 甚至更短[34]。 
由此可见，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破坏性非常大。

因此，针对混凝土暴露于下水管道环境中，导致其

微生物腐蚀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主要总结为以下 3 个

阶段[11, 34‒37]：H2S(aq)的形成阶段、H2S(g)的辐射和积

聚阶段、混凝土受生物硫酸腐蚀劣化阶段。 
1.1  H2S(aq)的形成阶段 

污水中的硫酸盐会通过厌氧硫酸盐还原细菌

(SRB)的生物作用转化为 H2S(aq)。影响 H2S(aq)形成的因

素包括溶解氧含量(DO)、生化需氧量(BOD)、硫酸盐

含量、污水温度、湍流度和流动滞留时间等[35, 37‒38]。 
SRB 存在于水线以下的生物膜(黏液层)中，黏

液层是硫酸盐还原的主要场所，由大量无机物和有

机物组成。黏液层的厚度通常为 0.3~1.0 mm，这主

要取决于污水中的固体颗粒的流速和磨损频率[39]。

反应方程式如下[38]，即式(1)。 
2
4SO  +2C(Organic matter)+2H2O  

2HCO3
-+2H2S(aq) (1) 

下水管道污水中还含有多种含硫化合物，如硫

酸盐和含硫有机化合物。在生活污水中，硫的主

要来源是硫酸盐，浓度在 40~200 mg/L 范围内波

动[40]。SRB 最终在水位以下厌氧条件下的生物膜

和沉积物中将硫酸盐还原为硫化物[24, 34, 38, 40]，如

图 1[36]所示。 
1.2  H2S(g)的辐射和积聚阶段 

当 H2S(aq)在污水中形成后，会被释放到气相(下
水道的顶部无水空间)中，受到许多因素影响，例如

污水的 pH 值、气相和液相之间的平衡条件、温度

和流动的湍流度等。污水中 H2S(aq)的反应平衡可以

用式(2)和式(3)来表示[38, 40]： 
H2S(aq)  HS+H+ (2) 
HS

 H++S2 (3) 
形成的HS‒和 S2‒不会进入气相，而H2S(aq)可以。

在所有的因素中，污水的 pH 值对其影响很重要[38]。

平衡时溶液 pH 值与不同硫种类之间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以看出：当 pH 值小于 6 时，H2S(aq)

是主要的存在形式；当 pH 值逐渐上升到 9 时，大

多数硫以 HS‒的形式存在。由于城市污水 pH 值介

于在 6～8 之间[38, 40]，S2‒很少涉及其中，也就是说，

污水中 H2S(aq)的含量在污水中占绝对的优势。 
根据各相的浓度，H2S(aq)从液相向气相 H2S(g)

的转变受亨利定律控制(封闭条件下)，用式(4)表示： 
Sg=kPg          (4) 

式中：Sg 为 H2S(aq)的浓度；Pg 为 H2S(g)在溶液上的

分压；k 为 Henrry 定律常数。影响 k 值的因素有很

多，包括温度、压力、pH 值和溶解的溶质。温度和

H2S(aq)被认为是对系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温

度的升高，气态 H2S(g)浓度也随之升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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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暴露于下水管道环境的混凝土 MICC 所涉及的主要过程[36] 
Fig. 1  Main processes involved in concrete MICC exposed to sewer environment[36] 

 

 
 

图 2  平衡态下(25℃时)溶液 pH 值与不同硫种类的关系[38] 
Fig. 2  Relation between the solution pH value and different 

sulfur species under equilibria (at the temperature of 
25℃)[38] 

 

下水道顶部空间被释放的 H2S(g)，在下水道的

微生物腐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按正常推理，

较高的气态 H2S(g)浓度会导致较高的腐蚀等级，但

H2S(g)浓度与混凝土微生物腐蚀速率之间的关系目

前尚不清楚[41]。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污水收集

系统中的湍流，它通过增加水-空气界面的表面积，

加剧了污水中 H2S(aq)的释放。另外，下水管道网络

内的通风条件对气体 H2S(g)的积聚影响很大[38‒39]。 
1.3  混凝土受生物硫酸腐蚀劣化阶段 

气态的 H2S(g)溶于水形成弱酸—氢硫酸，进而

对混凝土造成腐蚀作用，但较于生物硫酸而言，其

腐蚀性稍弱[42]。SOB 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会将大部分 H2S(g)氧化成生物硫酸，在混凝

土劣化中占据主导作用，即主要是在生物硫酸的作

用下腐蚀混凝土[42‒43]。混凝土在微生物诱导腐蚀的

影响下可分成几个区域[44‒45]，依次由外及内分别

是石膏层、钙矾石层、过渡层和坚固混凝土层(如
图 3[10]所示)。图 4[46]显示了从暴露的混凝土表面沿

深度方向的 pH 值和各种腐蚀产物的剖面分布，可

见污水中的混凝土腐蚀主要先形成石膏，然后随着

pH 值增高进一步转化为钙矾石。综上，混凝土腐蚀

阶段主要会经历以下 3 个时期[11](如图 5 所示)，具

体过程如下： 
 

 
 

图 3  混凝土腐蚀层不同区域的示意图[10]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different areas of concrete 

corrosion layer[10] 
 

1.3.1  混凝土表面pH值的非生物还原时期    混凝

土表面 pH 值起初大约在 12.5 到 14[47]范围间。最初, 
抵抗细菌附着源于混凝土的高碱性能。但是，随着

其暴露于大气受碳化作用的影响以及钙浸出、硫代

硫酸和通过大气氧化 H2S 形成的聚硫酸反应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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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污水管道中混凝土硫化物腐蚀的概念模型[46] 
Fig. 4  A conceptual model for sulfide induced corrosion of concrete in sewers[46] 

 

 
 

图 5  MICC 的 3 个阶段及其与相关细菌的关系：嗜中性硫

氧化细菌(NSOB)和嗜酸性硫氧化细菌(ASOB)[11] 
Fig. 5  Three stages of MICC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the associated 

bacteria: neutrophilic sulfur-oxidizing bacteria (NSOB) 
and acidophilic sulfur-oxidizing bacteria (ASOB)[11] 

 
非生物(化学)反应，从而使混凝土表面的 pH 值降至

约 9～10，此时大大降低了甚至耗尽了混凝土抵抗

细菌定殖的自然能力[48‒49]。 
1.3.2  SOB附着和初始生物硫酸侵蚀时期    随着

混凝土表面 pH 值的降低以及硫源物质的减少，混

凝土表面达到了 SOB 适宜的生长环境。最初在混凝

土表面生长的 SOB 菌株为嗜中性 SOB(NSOB)，其

适应的 pH 环境范围约在 3～9，此时 SOB 开始消耗

H2S 和其他硫化合物(如单质硫、亚硫酸盐、硫代硫

酸盐等)，并通过硫氧化反应产生生物硫酸(有些种

类还可能排出聚硫酸)[11, 49]。形成的生物硫酸继续降

低混凝土表面的 pH 值，研究者认为这一阶段将会

进行到嗜酸性 SOB(ASOB)成为该生物膜群落中的

主导性细菌为止，此时混凝土表面的 pH 值降低到

了 4 左右[11, 13, 49–50]。 
1.3.3  生物硫酸严重腐蚀时期    当 pH 值约为 4
时，嗜酸性的 SOB(ASOB)菌种(如亚铁酸酸性硫杆

菌和硫代酸酸性硫杆菌)开始繁殖，当 pH 值为 3～4
时，它们成为了该环境下优势菌种。ASOB 会产生

较浓的生物硫酸，使环境进一步酸化，连续产酸进

而导致了生物硫酸侵蚀[38]，这恰恰是混凝土发生严

重劣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所在[8, 51]。由于胶凝基质中

存在富钙相(如氢氧化钙、水合硅酸钙、C–S–H、铝

酸钙等)，导致了生物硫酸侵蚀发生脱钙的作用。生

物硫酸起初会和 Ca(OH)2 反应，后期将会与 C–S–H
反应生成石膏(CaSO4∙2H2O)，造成结构强度低，孔

隙率高的影响。并且石膏还会继续与胶凝基质中存

在的铝酸钙相发生反应，形成膨胀性的钙矾石 
(3CaO∙Al2O3∙3CaSO4∙32H2O)，这将会产生内应力并

最终导致混凝土开裂[47, 52]。 

2  MICC 影响因素 
混凝土微生物腐蚀的影响因素综合考虑可分为

材料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材料因素主要包括微

生物种类和混凝土材料；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水质特

性、水况条件。通过分析混凝土微生物腐蚀的影响

因素，可以为今后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抑制微生

物生长繁殖或降低其活性打下坚实的基础，以便减

少生物硫酸的生成，进而降低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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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材料因素 
2.1.1  微生物种类    相关研究发现参与混凝土微

生物腐蚀的微生物种类主要包括硫酸盐还原菌

(SRB)、硫氧化菌(SOB)和真菌。目前报道最多的

SRB 是脱硫剂家族[33, 39, 53]。其他类型的 SRB 菌种，

如变形杆菌、厚壁菌门和硝基螺旋菌，以及一种硫

酸盐还原古菌也有报道[54]。此外，还应注意到 SRB
的某些种类可以减少其他硫化合物，如硫代硫酸盐、

亚硫酸盐、四硫酸盐和单质硫[55]。在厌氧环境下，

SRB 主要是脱硫弧菌属的细菌，该细菌将管道底部

硫酸盐或有机硫还原为 H2S 酸性气体，降低混凝土

表面的 pH 值，为下一阶段硫氧化细菌的生长繁殖

创造条件。不同类型的 SOB 在不同的 pH 值范围

内具有活性(见图 6)，并以不同的速率产生生物硫

酸[56‒58]。SOB 一般可以根据其生长的最适 pH 值进

行区分[57]：嗜中性硫氧化细菌(NSOB)，生长于 pH
值中性区间，并在生物腐蚀开始时可发现；嗜酸的

硫氧化细菌(ASOB)，适宜于酸性介质环境。正常情

况下，NSOB 的生物硫酸生成率远低于 ASOB。在

好氧环境下，SOB 主要是硫杆菌属的细菌，将 H2S
转化为生物硫酸，会促进 H2S(g)的氧化，从而导致

更高的生物硫酸含量进而产生更高的混凝土腐蚀速

率。真菌促进混凝土的腐蚀因素同样不可忽略，有

报道称，真菌主要是镰刀菌属，通过新陈代谢产生

有机酸，如乙酸、草酸和葡萄糖醛酸等，有机酸会

和混凝土内部的碱性物质发生反应，促进混凝土 pH
值低[15, 59]，最终导致混凝土劣化。 

 

 
 

图 6  SOB 在不同 pH 值下的活性[58] 
Fig. 6  Activity of SOB in different pH values[58] 

 
2.1.2  混凝土材料 

(1) 胶凝材料 
针对混凝土胶凝材料成分和结构的变化，可以

对混凝土的抗酸性能有所改进，进而减缓混凝土遭

受酸腐蚀的进程。 

Xie 等[60]通过对普通硅酸盐水泥混凝土(OPC)
和碱活化混凝土(AAC)试件局部表面形貌、质量损

失、抗压强度和 Ca2+溶出度的测定，研究了这两种

混凝土对生物硫酸(BSA)的耐蚀性。图 7[60]显示了在

BSA 的作用下 AAC 和 OPC 的外观变化，表征了两

种混凝土经历 84 d 到 140 d 受腐蚀时混凝土表层剥

落，粗骨料暴露，产生白色石膏的腐蚀变化过程，

由此可见 AAC 产生的石膏量少于 OPC，抗腐蚀性

优于 OPC。 
 

 
 

图 7  AAC 和 OPC 分别在 0、84 和 140 d 被 BSA 攻击的外

观图像[60] 
Fig. 7  Appearance images of AAC and OPC attacked by BSA 

at 0, 84 and 140 d respectively[60] 
 

Scrivener 等 [61]对波特兰水泥、铝酸钙水泥

(CACs)中的氧化铝含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铝酸钙

水泥(CACs)氧化铝含量较高，在酸性条件下，CACs
制备的混凝土的性能一般要优于波特兰水泥，在下

水道中使用 CACs 的主要用途是覆盖混凝土管道或

修复微生物诱导腐蚀损坏的下水道。 
Kiliswa 等[62]对微生物诱发的生物硫酸腐蚀下，

硅酸盐水泥(PC)和铝酸钙水泥(CAC)混凝土混合物

的腐蚀速率和微观结构特征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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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PC 基混凝土的生物腐蚀速率随水泥掺量的增

大而增大，而 CAC 基混凝土的生物腐蚀速率随水泥

掺量的增大而减小。波特兰水泥基体系与铝酸钙水

泥基体系相比，具有较高的钙含量和较低的铝含量，

因此具有较高的生物腐蚀速率。 
Ehrich 等[63]针对微生物腐蚀的铝酸盐水泥系砂

浆和硅酸盐水泥系砂浆的性能进行研究，其中 SC
和 CC 代表铝酸盐水泥系砂浆，OPC、srPC、BFC
分别代表普通硅酸盐水泥砂浆、抗硫酸盐硅酸盐水

泥砂浆、矿渣硅酸盐水泥砂浆。不同种类水泥砂浆

的质量损失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见图 8[63]。由图 8
可以看出，与硅酸盐水泥系砂浆相比，铝酸盐水泥

系砂浆的质量损失率较小，表明了铝酸盐水泥系砂

浆配制的水泥基材料的耐微生物腐蚀效果较好。 
 

 
 

图 8  不同水泥砂浆质量损失随时间的变化[63] 
Fig. 8  Evolution law of mass loss of different mortar over 

time[63] 
 

(2) 骨料 
骨料也会影响生物硫酸对混凝土的腐蚀速率。

一般来说，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骨料，即硅质骨料

(其中硅质骨料主要的氧化物的成分是二氧化硅，如

花岗岩和辉长岩)以及钙质骨料(以氧化钙为主要成

分，例如石灰石和白云石)。钙质骨料在降低暴露于

下水道环境的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率方面起到了有

益的作用。骨料类型对腐蚀速率的影响可以归因于

混凝土的“碱度”[8]。与硅质骨料混凝土相比，钙质

骨料混凝土的碱度更高，高碱度提供了更多的物质

与生物硫酸反应，从而减慢了腐蚀速率。 
2.2  环境因素 
2.2.1  水质特性    水质特性主要考虑污水管道环

境中水体自身的各项指标，包括硫酸盐含量、pH、

溶解氧含量(DO)、生化需氧量(BOD) 4 个指标。硫

酸盐含量为 SRB 提供了充沛的食物进行还原，从

而形成更多的硫化物。较高的 pH 值并不有利于平

衡体系中更多的 H2S(aq)组分，从而阻止 H2S(g)的形

成[38, 40, 64]。高含量的 DO 限制了 SRB 的活性，从而

减少了硫酸盐向硫化物的转化，并且增加了 H2S(aq)的

氧化，从而减少了下水管道的 H2S(g)的含量[39]。高含

量的 BOD 会促使细菌可利用的营养物质被消耗，

从而加快硫化物的生成[65]。 
2.2.2  水况条件    水况条件主要考虑污水管道环

境中非水体自身的外界控制条件，包括 H2S 浓度、

相对湿度(RH)、温度、流速(湍流度)、通风条件 5 个

因素。当 H2S 遇上混凝土表面的凝聚水膜，则会被

SOB 经过新陈代谢转化成生物硫酸。同时随着 H2S
浓度越高，H2S 气体被混凝土表面吸收越快，见图

9[66]。由图 9 可知 H2S 的浓度对混凝土腐蚀的快慢

会产生影响。较高的相对湿度会促使污水管壁上的

水汽在水线以上凝结，从而形成生物膜，提高了生

物硫酸的生成速率[56, 65]。不同湿度条件随时间变化

对 H2S 浓度也会造成影响，见图 10[67]。由图 10 可

得出 100%相对湿度条件下 H2S 浓度变化最大，说

明提高相对湿度可以增加 H2S 的吸收率。温度因素

分为水温和大气温度，高水温会增加黏液层的微生 
 

 
 

图 9  不同 H2S 气体含量对 H2S 的吸收速率[66] 
Fig. 9  H2S absorption rate at different H2S gas contents[66] 

 

 
 

图 10  H2S 浓度随时间变化在不同湿度条件下变化[67] 
Fig. 10  H2S concentration changes with time and changes 

under different humidity conditions[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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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促进了 H2S(aq)的形成并向气相释放。高湍

流度增加了 H2S 释放到气相的液-气表面积，而且促

进再通气，这将导致 SOB 的增长和化学氧化，不仅

提高了 H2SO4 的生成速率，而且还会影响黏液层的

厚度，这可能会损害硫化物的生成和积聚[39, 65]。充

分的通风一方面能促使 H2S(aq)释放到气相，另一方

面限制 H2S(g)的浓度，导致腐蚀速率的降低[10, 39]。 

3  MICC 试验方法 
现如今虽然针对混凝土微生物腐蚀进行了深入

研究，但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方法用以评估混凝土、

胶凝材料或任何旨在预防、延缓混凝土微生物腐蚀

的产品的性能。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化的方法，研究

人员使用了各种测试装置和方法[33, 39]。现研究用于

模拟混凝土微生物腐蚀的实验室试验方法大致可分

为以下 3 种：1) 酸浸试验、2) 生物室试验和 3) 台
式生物浸酸试验。 
3.1  酸浸试验 

传统的化学酸浸试验是一种用于模拟混凝土微

生物腐蚀第 3 阶段的方法，由于方便实用，被广大

研究者和指定机构使用[68‒70]。但是化学酸浸试验并

不能真实地反映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因为它们不

涉及任何微生物作用的过程[33, 71]。因此，抗菌剂的

性能无法得到评估，特别是在 SOB 附着和初始生

物硫酸腐蚀阶段。而且化学酸浸试验模拟混凝土微

生物腐蚀中生物硫酸严重腐蚀阶段的能力同样存

在争议点，主要是由于化学酸和生物酸的攻击电位

不同[33]。 
3.2  生物室试验 

生物室试验比起传统酸浸试验具有更真实的条

件。例如，可以通过控制各种参数(如温度、相对湿

度、H2S 浓度、pH 值、细菌接种等)用以模拟混凝

土微生物腐蚀的全部 3 个阶段。试验中，通常会使

用 H2S 气体作为细菌的主要营养物质，因此真实

的现场条件可以得到模拟。然而，想要控制好这

些条件并非易事[39]。尽管许多研究人员成功构建

并使用生物箱来模拟混凝土微生物腐蚀[15, 72]，但

这些设置的结果显现出了广泛的可变性。另外，由

于 H2S 气体具有毒性[71]，因而这些测试在大多数实

验室中不易采用。 
3.3  台式生物浸酸试验 

在台式生物浸没试验[50, 71, 73]中，酸化是通过

SOB 作用实现的，SOB 可以将单质硫转化为硫酸，

胶结样品是浸没在生物酸化的介质中，这个酸化是

通过细菌的作用实现的，因此生物浸没试验也比酸

浸试验更实际。另外，SOB 主要是采用硫代硫酸盐

或单质硫作为营养来源，由于不使用具有毒性的硫

化氢气体作为营养源，因此该测试比生物室试验更

安全、易于操作。正是由于这些测试所具有的好处，

它们很大可能被标准化，尤其是可用于评估混凝土

微生物腐蚀中 SOB 与初始生物硫酸腐蚀的附着阶

段过程。 

4  MICC 评价指标 
4.1  腐蚀深度及速率 

通常采用单位时间内的腐蚀深度以表示材料的

腐蚀速率，常用的单位为 mm/a，腐蚀速率指标对于

表征混凝土的腐蚀严重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高向玲等[74]总结了与时间相关联的腐蚀深度

模型，可以将混凝土腐蚀实时化，如式(5)所示。 
d=kc ct  (5) 

式中：d 代表腐蚀深度，m；kc代表混凝土材料系数；

c 代表酸浓度，mol/L，c=10‒pH，其中 pH 为酸的 pH
值；t 为侵蚀时间，s。 

Pomeroy[75]建立了下水管道内各因素考虑较为

全面的平均腐蚀速率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计算出

混凝土的平均腐蚀速率，如式(6)所示。 
c=11.5·k·(1/A)·Φsw (6) 

式中：c 代表混凝土的平均腐蚀速率，mm/a；k 代

表硫酸与水泥材料反应程度相关性系数，通常介于

0.3～1.0 之间；A 代表混凝土材料碱度，g/g；Φsw

代表传递到管壁的硫化氢值，g/(m2·h)。 
混凝土的碱度 A 和传递到管壁的硫化氢值 Φsw

可分别通过式(7)和式(8)计算。 
A=100/56·(c·w(CaO)1 +a·w(CaO)2)/d (7) 
Φsw=0.7·(s·u)3/8·[DS]·j·(b/p′) (8) 

式中：c 代表水泥的含量，kg/m3；w(CaO)1 代表水

泥中可溶性 CaO 的含量，kg/kg；a 代表骨料含量，

kg/m3；w(CaO)2 代表骨料中可溶性 CaO 的含量，

kg/kg；ρ代表混凝土的密度，kg/m3；100/56 代表碳

酸钙和氧化钙的摩尔质量之比；s 代表管线坡度，

m/m；u 代表管流速度，m/s；j 代表与 pH 相关的硫

化氢系数；b/p′为水流表面宽度与外露周长之比。 
Joseph 等[76]通过混凝土的碱度和吸水率用以预

测腐蚀速率，如式(9)所示。 
d=c1/A+c2·w (9) 

式中：d 代表腐蚀深度，mm；A 代表碱度，g/g；w
代表吸水率，%；c1 和 c2 为模型系数，通常取 c1=2，
c2= – 0.04。 



第 49 卷第 5 期 荣  辉 等：污水环境下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研究进展 · 995 · 
 

 

Wells 等[77]建立了混凝土管道受微生物腐蚀速

率的模型，该模型考虑了污水温度、H2S 浓度和相

对湿度因素，如式(10)所示。 
C=A·[H2S]0.5·0.160 2H0.135 5/1

0.977 0H·e45 000/RT                 (10) 
式中：C 代表平均腐蚀速率，mm/a；A 为比例系数，

mm·103/a，通过数据拟合得出；[H2S]为管道中硫化

氢的浓度，10–6；H 为管壁的相对湿度；R 为通用气

体的常数，通常取 8.314 J/(mol·K)；T 为管道内的温

度，K。 
4.2  矿物成分及其他指标 

矿物成分的变化反映着混凝土遭受微生物腐蚀

的严重程度，通常采用的分析方法有Ｘ射线荧光

(XRF)、Ｘ射线衍射(XRD)、Fourier 红外光谱(FTIR)、
热分析 (TG/DTA) 和扫描电子显微镜 - 能谱仪

(SEM–EDS)等，用以分析混凝土试样腐蚀前后的矿

物组成(如 3CaO·SiO2、2CaO·SiO2、3CaO·Al2O3 等)、
水化产物(石膏、钙矾石、Ca(OH)2、C–S–H 等)以及

微观结构的演变规律[78]。 
另外，腐蚀前后混凝土的界面粗糙度、界面粘

合力、孔隙结构、抗压强度变化率、质量变化率、

形貌变化、断面 pH 值、腐蚀介质(浓度、pH 值)变
化、微生物(种类，生长状况、分布)变化和混凝土

气液交界面处附着生物膜的演变及膜内成分(多
糖、蛋白质等)变化等都间接性的影响着微生物对混

凝土的腐蚀[79‒80]。 

5  MICC 防护措施 
综合微生物腐蚀机理和影响因素，混凝土的

微生物腐蚀防护措施可以考虑通过以下 3 种方法

实现：混凝土改性[20, 81‒83]、涂层保护[84‒85]和生物

灭杀[86‒88]。混凝土改性的目的是提高混凝土的耐

酸性能、抗渗性能和抗裂性能。然而，简单的改

性并不能显著降低混凝土的腐蚀，起到的保护作

用有限。 
基于微生物腐蚀机理的杀菌剂的应用是一项主

动措施[89]。通过防止微生物在污水中的繁殖和代

谢，从而抑制或减少生物酸的形成，是控制微生物

对混凝土腐蚀的非常有效的方法。目前国外专利报

道的适用于混凝土的杀菌剂有卤代化合物、季铵化

合物、杂环胺、碘丙炔化合物、(铜、锌、铅、镍)
金属氧化物、(铜、锌、铅、锰)酞菁、钨粉或钨化

合物、银、有机锡等。酞菁铜是一种良好的抗菌防

腐混凝土的杀菌剂，它不仅能提高新拌混凝土的和

易性，而且能提高混凝土的强度。Kong 等[25]研究

了杀菌剂种类和含量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其中未

加杀菌剂的对照混凝土为 BC。其余 5 种分别与溴

化钠、钨酸钠、氧化锌、酞菁铜和十二烷基二甲基

苄基氯化铵混合的混凝土分别为 SBC、STC、ZOC、
CPC 和 DDC。在 7、28、90、120 d 的污水浸泡后，

分别测试不使用杀菌剂和使用杀菌剂的混凝土试样

中钙离子(Ca2+)的浸出浓度，如图 11 所示。依据图

11 可以看出，所有使用杀菌剂的混凝土试件中 Ca2+

的浸出浓度与没有杀菌剂的对照混凝土试样相比都

较低，特别是加入溴化钠、氧化锌和铜酞菁后，混

凝土中 Ca2+的浸出浓度明显降低，说明杀菌剂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混凝土结构的劣化。通过比较分

析，酞菁铜是一种良好的抗菌防腐混凝土的杀菌剂，

它不仅能提高新拌混凝土的和易性，而且能提高混

凝土的强度，对引起混凝土腐蚀的主要微生物的灭

菌率很高，在污水中浸泡 120 d 后，铜酞菁在混凝

土中的保留率仍然高达 99.69%。 
 

 
 

图 11  污水中混凝土中钙离子的浓度[25] 
Fig. 11  Concentration of calcium ion leached from concrete in 

sewage[25] 
 

但是对于市面上众多杀菌剂来说对混凝土机体

以及环境多少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而且缺乏长期

防护的效果。 
事实上，对混凝土使用表面涂层是目前工程项

目中应用最广泛的混凝土防护措施。混凝土防护涂

层有 3 种类型：惰性、中性和杀菌，后两种可统称

为功能涂层。在 3 种类型的混凝土保护涂层中，中

性涂料的保护层混凝土表面的碱性材料,可以用来

中和生物硫酸[90‒91]，而杀菌涂料是以无机或有机胶

结材料为载体功能组分[92‒93]。至于惰性涂层，它可

以作为一个屏障，隔离混凝土和腐蚀性酸性介质之

间的接触，耐酸的有机树脂是最常用的，例如，环

氧树脂、聚酯树脂、脲醛树脂、丙烯酸树脂、聚氯

乙烯、沥青[94‒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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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ynck 等[84]和 Berndt[85]均采用加速微生物试

验，通过对涂层混凝土宏观性能的测试，发现环氧

涂层具有最佳的保护效果。Hewayde 等[97]使用硫酸

盐还原菌(SRB)作为培养基(该细菌是从厌氧实验室

反应器中分离出来的)，使用脱硫弧菌肉汤作为培养

基，发现涂有氧化银或氧化亚铜的混凝土管道有效

地降低了营养液中 SRB 的数量。此外，Hewayde 等[97]

还研究了不同侵蚀介质对混凝土表面涂层的防护效

果。然而，不同类型的涂料对强化污水的防护效果

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Kong 等[23]研究了 3 种典

型的水泥和混凝土防护涂料，分别为水泥基毛细结

晶防水涂料(CCCWC)、水泥基杀菌涂料(CBC)和环

氧煤焦油沥青涂料(ECTPC)，分别在污水中浸泡 1
个月、2 个月和 3 个月后，观察各水泥浆体试件的

表面形貌，如图 12[23]所示。未进行涂料的试块(UCS)
表面出现了一层白色、柔软的裂缝层，CCCWC 
(CCS)通过堵塞孔洞修复裂缝效果明显，可以提高混

凝土的抗渗性和耐腐蚀性。CBC 具有一定的杀菌能

力，能抑制生物酸的产生。ECTPC(ECS)可以作为

一个屏障，将混凝土从腐蚀性的酸性介质中隔离出

来。综合考虑，ECTPC 对微生物引起的混凝土劣化

的防护效果最好，这主要是由于 ECTPC 的阻隔作

用和抗菌作用，其次是 CBC 和 CCCWC。 
 

 
 

图 12  水泥浆体暴露于污水后的表面形貌[23] 
Fig. 12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cement paste specimens after 

exposure to sewage[23] 
 

与防护涂层相关的常见问题有:成本、分层、

腐蚀、与基体材料的相容性、使用寿命短、毒性

等[98‒99]。此外，涂层容易产生酸和细菌的渗透，导

致基材被腐蚀并被破坏粘结。在某些情况下，涂层

材料损害了混凝土的透气性，可能会导致起泡和涂

层失效[100]。 

6  结束语与展望 
1) 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现象是一个涉及到

生物学、材料学、环境学等复杂性的学科问题，

需要各类学科理论知识的深入交叉分析和应用。

虽然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机理国内外进行了大量

的探究，但是考虑到其涉及学科众多，复杂性很

高，现有的针对性研究还不是很全面。本课题组

经研究发现硫氧化细菌不仅可以将 H2S 气体还原

为生物硫酸，而且可以将硫化合物(如单质硫、亚

硫酸盐、硫代硫酸盐等)转化为 SO4
2–。然而，氧

气受限，实验室试验中最终不一定生成生物硫酸，

而是有可能代谢转化成硫酸盐进而对混凝土造成

盐腐蚀。尽管本课题组已初步进行了生物硫酸盐

相关研究，但有关生物硫酸盐的腐蚀和防护仍需

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由此可见，混凝土的微生

物腐蚀机理仍需加以完善。 
2) 针对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研究的现场试

验和实验室研究，发现现场和实验室研究得到的

腐蚀速率通常相差很大，这很大可能是受到了不

同的测试条件和评估方法的统一性造成的影响。

此外，在现有知识基础下，现场观察到的腐蚀行

为和实验室研究中得到的腐蚀行为之间建立定量

关系是很困难的。因此，如何建立两者之间的定

量关系，缩小试验结果的差距这将是未来的一个

研究方向。 
3) 只要混凝土表面条件利于微生物的生长，生

物硫酸以及硫酸盐就会随之产生，紧接着水泥基材

料就会被腐蚀劣化。因此，如何抑制混凝土与微生

物的相互作用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4) 针对现有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防护措施，一

方面还需要确定和开发更有效的防护涂层，并在下

水道施工过程中使用合理的杀菌剂，以抑制污水外

露部分的 SOB 定殖。另一方面对于未来所应用的涂

层、杀菌剂对于周围环境的安全性和抵抗、缓解腐

蚀能力的持久性应有明确的规范要求，这将是未来

研究发展的重点。 
5) 现今大多数研究多集中于城市的下水道系

统，主要是对于污水环境下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的

研究。然而，不同的水质特性如海水环境，由于近

些年国家重大工程在海洋环境中广泛涉及，并且环

境不同所造成的腐蚀机理也随之有所差异，因此海

洋环境工程同样存在潜在的破坏风险，应引起相关

研究人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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